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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任何极端主义行动最终都要依靠个体完成,但是既有研究

主要从文本概念、法律制度、宏观结构和组织行为等视角研究伊斯兰极

端主义,而较少关注个体投身其中的心路历程。 本文从“个体社会心

理”的微观视角,分析了“世界观的异化”“存在感的缺失”“极端思想的

鼓动”“极端组织的改造”四个要素在促使个体完成激进化过程中所发

挥的作用。 同时,本文详细阐述了四个要素的基本内容、具体作用、彼

此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在重要性上的差异,以期为更好地应对伊斯兰极

端主义提供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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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社会心理”视角下的极端主义行动溯源

一、 导　 论

近年来,虽然各国在反恐战争中屡有斩获,但全世界仍然面临严重的恐怖主

义威胁。 据《2019 年国别恐怖主义报告》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9)显

示,“伊斯兰国”在巴格达迪被美军打死后,已迅速完成了重组,不断煽动其追随

者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发动恐怖袭击。① 其中,“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

在 2018 年制造的恐袭事件已造成 1,000 多人死亡,是该年度全球致死人数排名

第四的恐怖组织。② 据《2019 年欧盟恐怖主义现状和趋势报告》 (EU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2019)显示,“基地”组织并未因本·拉登及其子被击毙

而减弱对西方国家发动恐怖袭击的意图。 2019 年“基地”组织在欧洲地区共发动

恐怖袭击 119 起,有 1,004 人因涉嫌参与恐袭遭逮捕。③ 非洲之角的索马里青年

党、萨赫勒地区的“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组织( JNIM)以及叙利亚的“解放沙

姆组织”虽然不像“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那样名声在外,但近年来却迅速

发展成为最活跃和最危险的宗教极端组织。④ 这表明,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发展仍

十分活跃,频繁策动暴力恐怖袭击,如何从“宗教极端思想” “宗教极端组织” “暴

力恐怖活动”三个环节入手消除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

务。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亟须反思对极端主义治理方式的不足,积极采取有效

应对措施。 既有研究主要从文本概念、法律制度、宏观结构和组织行为等视角研

究伊斯兰极端主义,较少关注个体投身其中的心路历程。 本文拟从“个体社会心

理”视角入手,探讨恐怖分子的激进化转变历程,以推进该问题的研究。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代伊斯兰主义中持激进甚至极端立场的思想观念、政

治主张和社会改造方案的一系列观点的统称。⑤ 它否定以世俗主义为基础的政

治原则,通过歪曲伊斯兰教教义为恐怖主义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社会动员手段,
依靠组织化运作方式和极端暴力手段排除异己,最终试图建立一套以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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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基础的全面而彻底的伊斯兰秩序。① 学界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研究主要

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第一,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根源、本质特征和政治主张的分析。 这些研

究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根源可追溯至中世纪的哈瓦利吉学派和罕白里学派、
近代的民间瓦哈比主义以及当代的圣战萨拉菲主义。② 尽管上述派别之间不乏

分歧,但其核心主旨都是将“圣战”作为“履行宗教功修和道德承诺的绝对义务”,
鼓吹通过暴力手段打击异教徒,实现所谓“复兴伊斯兰教”的最终目标。③

 

第二,对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立法和执法问题的研究。 此类研究认为,探
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和社会根源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④因此更注重

分析打击恐怖主义的相关立法和制定具有可行性的合作机制,在实践中杜绝恐

怖分子开展暴恐行动的途径(如切断其资金链和武器购买渠道)、发现并破坏他

们的通信网络和藏匿窝点、加强安保措施和危机管控的薄弱环节等⑤。 上述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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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深入理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概念和特征,以及防范和打击制度提供了诸

多启发,不过这些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文本和规范分析,在与具体经验结合进行机

制过程分析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第三,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和蔓延的结构性要素的分析。 这些研究认

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伊斯兰世界的衰落①、欧美国家对中东事

务的干预和操纵②、伊斯兰世界内部持续不断的宗教矛盾和教派冲突③、穆斯林

移民融入西方世界过程中遭遇的歧视和不平等对待④、极端意识形态的煽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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蛊惑①,是导致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和蔓延的主要原因。 但此类结构性分析仍较

为宏观,现实中并非只有穆斯林世界存在危机和怨恨,也不是只有穆斯林遭遇歧

视和不平等,因此仍需深入挖掘它们究竟如何在微观层面塑造伊斯兰极端组织

和恐怖分子的发展和走向。
第四,对伊斯兰极端组织权力结构、发展战略、资源动员方式、行动策略的分

析。 此类研究发现,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权力结构一般都包括一位魅力型领袖、若
干中坚分子、支持该组织运转的政治经济势力,以及大量同情和支持该组织的普

通民众。 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伊斯兰极端组织通常都会采用更加激进化的发

展战略,②旨在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源和象征资源,更好地实

现其战略目标。③ 极端组织还会借助社交网络或亲友纽带,寻找有挫折感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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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然后以心理安抚等名义对之灌输极端思想。① 最后,这些极端组织会采用战

场攻防、就地圣战、小规模突袭以及独狼行动等各种手段,对目标实施攻击。② 上

述研究为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了有益其实,相对而言,相关研究对这些

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机制的分析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在理论

上,这种关联常常可以传递重要的信息,因为极端组织的行动最终要通过个体来实

施,而实施效果反过来又决定了这些组织的存续和兴亡。
第五,对恐怖分子激进化历程的分析。 这些研究认为个体在生活中经历的挫

折和创伤,以及群体在社会动荡中经历的“本体不安全感”,会让人们产生焦虑、羞
辱、相对剥夺感、怨恨等负面情绪,从而为他们接受宗教极端思想埋下伏笔。③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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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往往会乘虚而入,或通过各种利益笼络和收买他们,或通

过曲解宗教教义鼓动和迷惑他们,使他们相信极端主义才是解决人生困境和负面

情绪的唯一出路。① 相比前面四种研究,这种聚焦恐怖分子激进化历程的研究更

加微观,更有利于细腻地呈现出这些个体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如何生活

的,又有着怎样的行为逻辑。 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宗教暴力恐怖行

动产生的根源,并据此提出更有效的应对策略。 但该视角的研究仍然存在几个

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恐怖分子的激进化过程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 对

此,一些研究提出了线性模型、阶段模型、阶梯模型,将激进化看作一个渐次演变

的过程,②另一些研究则认为,个体从“认知开放”到“追寻宗教”解决方案之间并

不存在必然联系。③ 其次,恐怖分子的思想和行为的激进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

联系。 大多数现有线性模型都认为思想激进化是行为激进化的必要前提,只
要一定的条件出现,具有宗教极端思想的个体或群体就会从事恐怖活动。 也

研究指出,人们从事恐怖活动可能基于多种原因,并不以具有宗教极端思想为

·611·

①

②

③

(接上页注③) Heather
 

J.
 

Smith
 

and
 

Yuen
 

J.
 

Huo,
 

“ Relative
 

Deprivation:
 

How
 

Subjective
 

Experiences
 

of
 

Inequality
 

Influence
 

Social
 

Behavior
 

and
 

Health,”
 

Policy
 

Insights
 

from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Vol.
 

1,
 

No.
 

1,
 

2014,
 

pp.
 

231-238;
 

Arie
 

Kruglanski
 

et
 

al.,
 

“Fully
 

Committed:
 

Suicide
 

Bombers
 

Motivation
 

and
 

the
 

Quest
 

for
 

Personal
 

Significance,”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0,
 

No.
 

2,
 

2009,
 

pp.
 

331-357。
①　 参见王欣:《反极端主义视角下的中外去极端化比较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第 50 页;汪波:《西欧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根源研究》,载《阿拉伯世界

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38-51 页;曾向红:《恐怖主义的整合性治理: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第
92 页;曾向红、陈科睿:《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第 18-24 页;魏英杰:
《理性与暴力:对恐怖主义六种策略的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134-136 页;Eli

 

Berman
 

and
 

David
 

D.
 

Laitin,
 

“Religion,
 

Terrorism
 

and
 

Public
 

Goods:
 

Testing
 

the
 

Club
 

Model,”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92,
 

No.
 

10,
 

2008,
 

pp.
 

1942-1967;
 

James
 

Love,
 

Hezbollah 
 

Social
 

Services
 

as
 

a
 

Source
 

of
 

Power,
 

Florida: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s,
 

2010,
 

p.
 

214;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41。

 

参见 Randy
 

Borum,
 

“ Understanding
 

the
 

Terrorist
 

Mind-Set,”
 

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
 

Vol.
 

72,
 

No.
 

7,
 

2003,
 

pp.
 

7-10;
 

Fathali
 

M.
 

Moghaddam,
 

“The
 

Staircase
 

to
 

Terrorism:
 

A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60,
 

No.
 

2,
 

2005,
 

pp.
 

161-169;
 

Mitchell
 

D.
 

Silber
 

and
 

Arvin
 

Bhatt,
 

Radicalization
 

in
 

the
 

West 
 

The
 

Homegrown
 

Threat,
 

New
 

York:
 

The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NYPD
 

Intelligence
 

Division,
 

2007,
 

pp.
 

1-90。

 

参见 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
 

The
 

Two-Pyramids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72,
 

No.
 

3,
 

2017,
 

pp.
 

211- 215;
 

Mohammed
 

Hafez
 

and
 

Creighton
 

Mullins,
 

“ The
 

Radicalization
 

Puzzle: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Homegrown
 

Extrem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8,
 

No.
 

11,
 

2015,
 

pp.
 

958-975。



“个体社会心理”视角下的极端主义行动溯源

唯一前提。① 最后,前述两个争论均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即在个体激进化的过程

中存在何种中介机制既可以让心怀怨恨的穆斯林更加坚定地选择极端主义作为

解决方案,也可以让思想温和的穆斯林最终转化为极端的恐怖分子。 对此,有研

究将人际网络、虚拟网络和大众传媒看作此类中介。② 但这类分析仍有欠缺。 毕

竟,人际网络和大众传媒其实也可以是中性的,通过它们散播宗教极端思想的宗教

极端组织应该更有资格成为促使个体激进化的中介,而既有研究对于宗教极端组

织在这一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和运作机制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
本文拟从“个体社会心理”视角更深入地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策动的暴力恐

怖活动产生的根源。 “个体社会心理”视角包含三个方面。 首先,它强调进入个

体的生活世界,探究其生命历程,尤其关注其中可能导致个体思想和行为变化的

关键节点。③ 其次,伊斯兰极端组织在个体的激进化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中介

作用。 但本文也主张,个体思想和行为的激进化与这些组织的介入之间并不存

在渐进的线性关系,个体可能在接触这些组织之前已完成思想转化,也可能在进

入这些组织之后才完成思想转化。 最后,伊斯兰极端思想在个体和极端组织的

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粘合作用。 它不仅会塑造和强化个体的宗教极端

心理,帮助他们克服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心理障碍,也是这些宗教极端组织吸引

人力物力资源、发展壮大自身的重要工具,从而使双方围绕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一

共同目标形成稳定的价值和利益共同体。

二、 世界观的异化

世界观的作用在于告诉人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来认识和改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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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① 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世界观可

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正确的方法,而异化的世界观则会让人们在这个

过程中迷失自我,误入歧途。 对伊斯兰极端分子而言,这种异化的世界观主要表

现为宗教极端思想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所带给他们的某些心理倾向,当他们遭

遇困境时,这些心理倾向又会反过来拉近他们和宗教极端思想的距离,进而增加

他们接受宗教极端思想乃至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伊斯兰极

端思想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个体的世界观产生异化影响,并导致了四种不同心理

倾向的出现。②

第一,权威主义心理倾向。 这种心理倾向的主要特征是对权威的盲目遵从,
从而丧失自我的理性判断能力。 研究表明,这种心理倾向的形成不仅与过分严

苛的家庭教育环境相关,更与过分僵化封闭的社会文化氛围相关。③ 在某种程度

上,正是社会的大氛围影响了家庭的小氛围。 在伊斯兰极端思想较为浓厚的社

会氛围中,人们更容易接触激进和极端思想,这些思想所传递的充满仇恨斗争的

意识形态和狭隘排外的宗教主义情绪会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人们的某些偏见,让
他们不假思索地固守传统、非黑即白地理解对错、盲目激进地排斥他者,并将自

己的不幸和挫败归咎于他者。④ 长此以往,生活在这种氛围中的穆斯林就可能形

成僵化、封闭、难以容忍不确定性且缺少自我反思的认知倾向,并将这种倾向通

过家庭、社区传递给周围的人们。 这种氛围同时还会在穆斯林中间形成一种社

会监督效应,使那些温和的穆斯林随时处在自我反省和改进的压力之中。 上述

情况在中东及欧美国家的穆斯林社群中并不鲜见。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定社

会中浓厚的极端宗教氛围与权威主义心理倾向的形成联系在了一起,在这种环

境中成长起来的个体也就或多或少地带有权威主义心理倾向。 其中的某些观

念,比如对权威的渴望、对僵化思维的习以为常等,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会成为

个人选择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诱因,而这一切的种子其实早就埋在了个体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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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教育经历之中。①

第二,教条主义心理倾向。 这一心理倾向是权威主义心理倾向的自然延伸。
当个体过分迷信和盲从权威时,他的认知系统就会变得封闭,既难以改变固有的

知识体系,也难以接受与之不符的新鲜事物,从而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会趋于刻板

和僵化。 具体表现在宗教问题上,带有教条主义心理倾向的个体对于宗教权威

的服从和容忍,对于异教徒的排斥和敌视都会变得更加极端和执着。 进而,当他

的这套知识体系受到威胁和挑战时,也就更容易产生激进的思想和行动倾向。
其最典型的一个表现便是极力贬损带来改变的异见者,并希望借此回到自己感

到舒适的认知范围内。② 根据既有研究,刻板僵化、保守排外的伊斯兰极端思想

在经济社会发展都相对落后的环境中往往非常具有市场。 这是因为,生活在这

种环境中的人们往往缺乏理性包容的社会和家庭教育,但却很容易在日常生活

中感受到挫败和无助,结果他们不仅缺乏反思宗教极端思想的能力,反而将其看

作支撑自己走出困境的精神支柱。 这些因素的叠加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它
不仅让理性温和的现代教育难以落实,也为宗教极端思想的生长提供了土壤,最
终让与之相关的教条主义心理倾向得到延续。③ 比如,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后代中

没有文凭的比例达到 25. 6%,比非穆斯林移民后代高出两倍还多;获得高中以上

文凭的比例仅有 31. 2%,而信仰其他宗教的年轻人的这一比例却高达 54. 4%;④

而沙特的宗教极端分子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超过一半的人缺少严格的家

庭管教和监督,部分家庭甚至本身就是问题家庭。⑤ 这些例子都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了宗教极端思想和教条主义心理倾向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相互强化关系。
第三,启示主义心理倾向。 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包装下,启示主义宣称历史

的发展将会按照既定的蓝图展开,它将颠覆当下的世俗政权,建立所谓的“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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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国家”,从而重现伊斯兰世界昔日的辉煌与荣耀。① 这一历史发展规律并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通过暴力手段扫除其实现进程中的障碍既是必要的,也是

合理的,而个体为此献出生命不仅是神圣的,而且是有意义的。② 上述对于过去、
现在、未来、暴力、死亡等问题的先定理解便是启示主义的核心特征。 启示主义

虽然荒诞,但却能够借助一些穆斯林社区的动荡、解体和衰败而大行其道,因为

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认知能力有限,进而盲目崇拜权威,僵
化固守教条。 上述原因为启示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也让身处其中的青少年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接触此类错误观念。 当这些观念积少成多时,就会潜移默化

地改变一个人对自身和周边世界的看法,在他们的心中埋下随时可能爆发的隐

患。 当个体感到压抑、困惑、失落、苦闷却又无处宣泄时,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将

错误观念当作走出困境的心理良药,而启示主义中所倡导的暴力和“圣战”,便可

能为实施暴恐行径提供合理化的心理暗示。 因此,这些个体不仅是启示主义的

受害者,本身也在传播和生产极端的宗教意识形态。
第四,原教旨主义心理倾向。 虽然原教旨主义也存在于各种宗教之中,但本

文讨论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与极端主义相关的激进派思想。 这种原教旨主

义不仅宣扬极端思想,也鼓励极端行为,为建立宗教至上的教权主义国家可以不

择手段,不顾后果。③ 为达到这个目的,激进的原教旨主义通过曲解伊斯兰教教

义,不仅四处散播仇恨、暴力与杀戮,而且极端偏执、对立和迷信。④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原教旨主义在激进的青年学生中赢得了

广泛支持。 背后的原因既有中东地区持续动荡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也有

西方国家干涉操纵中东事务所引发的仇恨对立,还有为抵制不平等的全球化而

兴起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的煽动。⑤ 只要这些问题不得到根本改善,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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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难以根除,并千方百计地对那些世界观和人生观尚未定

型的年轻人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也许短期内没有明显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却为

恐怖主义敲响了警钟。
综上所述,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启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四种心理倾向会弱

化个体的认知能力,使他们盲从权威、封闭僵化、乐于接受荒诞但确定的历史观,
并为达到目的变得激进偏执、不计后果。 这些异化的世界观往往滋生于政治经

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传播在生活挫败充满怨恨的人群中间,并通过他们差强

人意的生活被反复印证和强化。 上述三者之间的相互强化作用使得成长于这些

地区的个体始终处于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高危状态,这提高了他们加入宗教

极端组织、接受宗教极端思想、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概率。

三、 存在感的缺失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希望追求有意义的目标,实现自身的价值,并获得他人的

认同。① 这便是人之为人所天然具有的对存在感的渴望。 它具体表现为对荣誉

和正义的需求、对地位和金钱的追逐,以及因生活挫败而产生的怨恨、羞辱和报

复心理。② 因存在感缺失而产生的焦虑会在某些诱发事件的催化下激发人们内

心的行动欲望,成为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心理诱因。③ 存在感的缺失可进一步分

为已有的存在感缺失、潜在的存在感缺失和可能的存在感获得三种类型。④ 其

中,已有的存在感缺失是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正在经历的各种屈辱、困顿和绝望。
潜在的存在感缺失是指可能遭受的威胁、排挤或损失,比如在政府担任公职、在衣

着服饰上相对开放、在宗教活动中相对消极而被周围的穆斯林指责甚至敌视。 这

些压力会迫使个体为了合群而改变自身的言行举止和生活方式。⑤ 可能的存在感

获得是指从事某些活动而带来的刺激、认同和利益,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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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万里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正是基于这些目的。① 上述三种因存在感缺

失而产生的心理驱动力往往同时存在,共同驱动个体逐渐接受宗教极端思想乃

至从事暴力恐怖活动。 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可以具体划分为五

个阶段。
第一,动机的出现。 所谓动机是指刺激个体从事某些行为的需求和欲望。②

上文所说的三种因存在感缺失而产生的心理驱动力便属于这样的动机。 西方主

导的全球化对伊斯兰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体系带来了强烈冲击,③很多穆斯林

因此倍感焦虑和困惑。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同等教育背景下,法国穆斯

林移民青年的失业率要比法国本土青年高两倍,很多法国穆斯林移民因此陷入

故乡难回、他乡难容的身份认同困境。④ 上述两个例子便是已有的存在感缺失。
笔者在丹麦曾经接触过一些穆斯林女青年,她们为避免来自家庭和社群的压力,
难以嫁给心仪的非穆斯林男青年,因为这样她们很可能会被原生家庭和亲朋好

友排斥,从而丧失很多已有的社会资本,这便是潜在的存在感缺失。⑤ 再比如,从
事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个体的驱动力往往来自献身“圣战”所带来的荣耀,或者死

后进天堂的利益诱惑,这就是可能的存在感获得。⑥ 这些动机所产生的驱动力,
有的是推力,有的是拉力,不断吸引或迫使个体为获得存在感而拉近与极端主义

的距离,甚至最终投身其中而获得心理的满足。
第二,狭隘的归因。 所谓归因是指人们对身边发生的事件做出的解释。 狭

隘的归因是指对这些事件进行简单极端、无需验证、散播仇恨的解释,它往往将

矛头对准他人或外部环境,极少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⑦ 以法国为例,虽然法国

的穆斯林整体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下层群体因缺少政治参与渠道、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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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良好工作机会而被社会完全边缘化。① 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一部分年轻的

穆斯林移民放弃了和平表达诉求以融入法国社会的努力,选择焚烧汽车、打砸公

共设施等暴力行为来报复社会。② 而报复社会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群体与

主流社会的对立,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法国的传播正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

素。③ 这种思想是典型的狭隘归因,它认为现代化和世俗化阻断了穆斯林世界的

辉煌历史,一切挫折和失败都是因为没有严格依据伊斯兰教法行事,要重塑辉煌

就必须与“非法”的世俗政府及其支持者进行战斗,为了这一神圣目的,一切手段

都是正当的。④ 不过这种狭隘的归因要在个人心中扎根,还需要经历下文谈到的

三个阶段。
第三,意志力的失控。 所谓意志力是指个人为了达到某种目标而对其情绪、

需求和想法的控制。⑤ 是否具有较强的意志力又与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程度

具有重要的关系。⑥ 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和文化上的边缘地位是导致身份认同焦

虑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很多穆斯林出现意志力失控的根源所在。 比如,部分中东

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贫困动荡的环境中,难免不发出“我是谁” “我为什么会这

样”“我又该如何走出困境”的疑惑。 即便生活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穆斯林,虽然衣

食无忧,但仍难以摆脱身份认同焦虑。 他们一方面接受主流社会的教育,耳濡目

染着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在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上与主流社会处

于割裂状态,两者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张力。⑦ 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只有 4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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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穆斯林移民认为自己首先是法国人;而对法国基督徒来说,这一比例却高达

83%。① 身份认同困惑所带来的焦虑、混乱和压抑,久而久之会让人们失去自控

力,进而可能更容易接受宗教极端思想的蛊惑。②

第四,对确定性的寻求。 面对失控的情绪,人们往往会通过寻求确定性来获

得内心的平静。③ 对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便成为他们天然的选择。 在阿拉伯国

家的石油美元支持下,“一座又一座拥有大圆顶、宣礼塔的清真寺开始在西欧城

市兴建,形成穆斯林移民们的精神堡垒”。④ 与此同时,一些穆斯林移民还通过拒

绝在学校食堂用餐、穿戴保守宗教服饰、自学《古兰经》课程以及频繁去清真寺礼

拜等方式,刻意彰显自身的宗教属性。⑤ 然而,在这些移民寻求确定性的过程中,
一些宗教极端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来。 这种渗透一方面借助新兴的社交平

台进行,⑥另一方面通过给孩子送零食、玩具,陪他们玩耍等传统方式实现,让人

们在卸掉心理防备的同时不经意间就被吸引。⑦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中东国家的

穆斯林聚居区,当政府无力提供医疗、教育、安全等基本公共物品时,极端组织就

会乘虚而入,借着为充满绝望和恐惧的人们提供“帮助”的契机,潜移默化地兜售

宗教极端思想。⑧

第五,认知闭环的形成。 所谓认知闭环是指一个从“不满境遇”到“解决方

案”的因果解释链。 对那些在焦虑不安中寻求确定性的人们来说,一个简单可行

的解释要比科学全面的论证更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伊斯兰极端思想正是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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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们内心的这种渴望。① 它非黑即白的表述、对开放性的排斥、对原教旨主义

的坚持正是一种典型的认知闭环。② 但这一闭环的形成并不会一蹴而就,而是要

经历一个接近和回避的动态拉锯过程。 上文所述的因存在感缺失而引发的焦

虑、对这种焦虑的狭隘归因、由此产生的意志力失控,以及为获得内心平静而对

确定性的寻求,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最终,经过对不同选择的反复权衡,一些穆

斯林便形成了这种带有宗教极端色彩的认知闭环。 而它一旦形成,便具有了隔

绝其他合理选项的排他性。 相对而言,身陷贫困并缺乏教育的穆斯林因为没有

更好的人生选择,更容易被这种封闭的错误认知所蛊惑。③

四、 极端思想的鼓动

宗教极端思想是指一系列正邪对立、绝对化、散播仇恨和鼓吹暴力的价值观

念。 如果说政治失语、经济剥夺、社会歧视、文化边缘只是为恐怖分子的成长提

供了土壤,那么宗教极端思想便是那粒关键的种子,当两者充分结合在一起时,
个人便有了更多走上极端主义道路的可能性。④ 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主要特

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是指我们和他们、正义与邪恶、神圣与世俗、好与

坏的两极对立。 它是伊斯兰极端思想的基本预设,也是其倡导暴力恐怖活动的

基本前提。 比如它将世界划分为“乌玛及其敌人”,而敌人又包括作为“远敌”的

美国及其盟友,以及作为“近敌”的腐朽堕落的阿拉伯政权。⑤ 它还将西方看作

贪婪、自私和纵欲的代表,充斥着堕落和罪恶,而极端组织和极端分子则是抵御

西方恶魔侵略的“拯救者”,其所领导的“圣战”是对异教徒压迫穆斯林的反抗,是
在勇敢地捍卫伊斯兰。 这既是“乌玛”的集体责任,也是每个穆斯林不可推卸的

神圣义务。⑥ 这种二元对立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并为其披上宗教的神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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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从而让那些在焦虑中挣扎的人们感觉像是找到了自我解脱的灵丹妙药。① 当

他们受这种神圣目标的蛊惑越陷越深时,就会变得愈发虔诚、愤怒和激进,直至

心甘情愿为“圣战”献出自己的生命。② 不过,这一过程的实现还需要宗教极端

思想另外两个特征的助推。
第二,夸大威胁。 沿着二元对立的预设,夸大邪恶敌人对正义穆斯林世界的

威胁,就成为论证暴力合法性的必然选择。 类似论调频繁出现在伊斯兰极端主

义的表述之中,如“现代社会就是一个灾难” “美国就是当代的新十字军” “乌玛

正在遭受最严重的侵略”等。③ 夸大威胁的目的在于警告人们,他们正处于危险

之中,唯有坚定信仰,采取“圣战”方式,才能走出困境。 而要证成暴力的合法性,
这种威胁论还需要散播仇恨、贬低敌人,瓦解他们的权威。 通过上述方式,宗教

极端思想让人们相信他们为信仰而对敌人进行“圣战”不是作恶而是行善,这实

际上帮助他们克服了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心理障碍。④

第三,鼓吹胜利。 尽管有了上述铺垫,但投身恐怖主义毕竟是一项高风险且

没有回头路的事业,因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保持参与者对成功的确信。 首

先,伊斯兰极端主义企图为这一事业披上神圣的外衣,并承诺各种精神和物质上

的回报来激励参与者。 其次,恐怖分子非常擅于粉饰和包装自己的斗争策略,以
造成胜利在望的假象。 比如他们会用先知默罕默德当年撤退成功的经历来鼓舞

追随者,以证明他们选择躲避是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⑤ 最后,恐怖分子常试图

通过唤起追随者对伊斯兰辉煌历史的自豪感,以提振追随者的信心和士气。 比

如“基地”组织的扎瓦希里就宣称自己建立的“哈里发国家”必将战胜美国及其犹

太人政府,而伊斯兰终将恢复其荣耀。⑥ 这些观点虽然漏洞百出,但经过千百次

的重复,仍然可以对追随者产生巨大的鼓舞力量。
具备上述三大特征的伊斯兰极端思想进而具有三大功能:第一,提供确定

性。 这种确定性首先体现在极端思想二元对立的特征上,好与坏、善与恶这类既

简单直白又截然对立的表达特别能够迎合那些思想摇摆却又迫切需要确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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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需要。 其次,这种确定性还体现在极端思想对胜利的鼓吹上。 这种鼓吹

的高明之处在于它首先承诺了一种不容置疑、披着神圣外衣的胜利前景,按此逻

辑,眼前的挫败也就变成了胜利在望的前奏。 当上述内容借助先知的话语,通过

讲经布道或网络媒体,以温情、神圣或诱惑的方式一遍遍出现在那些迫切需要抚

慰的人们面前时,其产生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是无比巨大的。
第二,帮助克服心理障碍。 这里的心理障碍主要是对人性的违背和对死亡

的恐惧两种,而极端思想夸大威胁、贬低敌人、鼓吹胜利的特点恰恰可以帮助克

服这些障碍。 首先,极端思想通过极力贬损敌人,并无限夸大他们的威胁,让敌

人变得面目可憎,不再具有人格尊严,从而可以任意伤害和杀戮。 其次,极端思

想首先借助先贤的庇佑让追随者相信自己可以战无不胜,再通过“圣战”的神圣

性给这种臆想附加一层宗教的光环,最后用天堂的永生给他们提供一条无法证

伪但又无比神往的归途。 通过这些手段,极端思想就可以持续不断给追随者输

入必胜信念,帮助他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对这种精心设计的套路,那些头脑简

单且人生灰暗的追随者往往都缺乏辨别和抵抗的能力。
第三,便利组织的整合。 极端思想首先提供了一套对组织成员行为进行判

断的参照标准:对极端思想阐释权的掌握决定了领袖的权力地位,而对领袖的指

令贯彻是否到位决定了谁是积极分子,谁是一般成员,谁是异见者甚至投机者。①

依据这套标准,不同的组织成员对自己的行为建立预期。 这既为他们建立了自

我管理的标准,也为组织对其成员进行奖惩提供了依据。 当每个人都能因其行

为被肯定而感到鼓舞,因其行为被否定而感到愧疚时,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信任和

忠诚便建立起来,整个组织因此具有了凝聚力和战斗力。② 其次,通过夸大威胁、
宣扬对抗,极端思想又可以始终保持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实现组织的不断

整合。 实际上,极端思想和极端组织之间是共生共存、彼此成就的关系,极端思

想需要借助极端组织的力量进行宣传和动员,而极端组织也需要借助极端思想

的力量实现发展和壮大。

五、 极端组织的改造

有研究认为,伊斯兰极端组织可以给予失意者关怀和归属感,③缓解他们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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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不安的心理状态,①强化他们的忠诚并鼓舞他们的信念和斗志。② 因此,有效

维系这些组织的运行便成为个体完成激进化转变的一个关键问题。 然而,极端

组织的发展却面临一系列内部和外部障碍。③ 其中,内部障碍主要来自组织成员

(或派系)之间围绕领导权、利益分配以及战略战术上的重大分歧。 这些分歧进

而引发组织成员间的猜忌和争斗,导致他们相互消耗、失望倦怠,以致丧失动力。
当这种内耗长期无法解决时,组织就会丧失对外部压力的感知和回应能力,从而

自我瓦解。④ 外部障碍是指组织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外在挑战,主要包括失

去外部支持的风险、与其他组织的竞争,以及杜绝某些外在目标对组织成员的吸

引,如使组织成员接受正规教育、就业、经济救助和其他社会福利。 具体来说,没
有一个组织可以离开经费、武器、培训、信息情报等各种资源的外部支持而发展

壮大。 当一个组织无法展现出吸纳这些资源的能力时,便丧失了对其成员的吸

引力。⑤ 有些人因此会见异思迁(如试图回归正途或改换门庭)、趋于保守,或者

变得更加激进。 组织内部的分歧最终会损害组织的凝聚力,导致组织走向

衰落。⑥

要克服上述障碍,极端组织必须不断完成整合和重构,以维系其战斗力和凝

聚力。 在此过程中,极端组织会不断通过以下三种手段促使其成员尽快完成激

进化的转变,以配合组织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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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强化组织的凝聚力。 如何塑造组织的凝聚力是成功化解组织内外部

压力的关键因素。 为此,极端组织首先需要树立一个“克里斯马”式的、在思想上

极端且纯粹的领袖。 这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发展历程中都有清晰的呈

现。 无论是本·拉登还是巴格达迪,都是这种魅力超凡的领袖,而在他们被美军

打死后,其继任的领导人并未给人留下多少印象,而他们所领导的组织也不可避

免地遭遇了调整的阵痛。① 其次,极端组织必须不断强化组织规范的权威,增加

违规成本,以便淘汰甚至清除态度摇摆的不坚定分子,这是强化组织内聚力以筛

选出积极分子的必要手段。② 一位魅力型领袖和一套极端纯粹理念的存在有利

于使这些工作更好地开展。 最终,上述过程会使激进的领袖、观念、组织以及个

人历经淘汰保留下来,构成一个更加团结和坚定的集体。③ 个人在此过程中将逐

步克服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心理障碍,完成激进化的转变。
第二,强化组织的极端思维。 几乎每一个极端组织都会通过不断极端化的

战略使自己在竞争中胜出。 究其根源,这首先是组织领袖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

自其极端且纯粹的理念。 其次,在组织之间和组织内部竞争中胜出的往往是更

为极端的一方。 越激进的组织往往表现得越有信念和行动力,显得更有吸引力,
这会迫使组织采取更加激进的策略以获得更好的发展资源和机会。④ 这一逻辑

同样适用于组织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竞争,其结果同样是越极端、越有魅力,进
而获利越多。⑤ 再次,极端的观点在组织达成共识的过程中更有号召力。 相比温

和或暧昧的观点,极端的观点更为简单清晰,更具有确定性,更容易获得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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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和支持。① 最终,个人的观点在这种整体非理性的氛围下会不由自主地趋
于激进化,这其实是个人在极端组织中立足和生存的必然选择。②

第三,强化个人的组织身份,消解其责任和意识。 首先,强化组织内聚力和
极端思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消解“小我”、塑造“大我”的过程。 在此,一切个人
的、自私的、狭隘的、摇摆不定的观念都会被逐一清理干净,而顽固不化者会被彻
底边缘化甚至清除出组织。 其次,组织还会通过亲人、朋友、战友等各种纽带将个
人与组织捆绑在一起。 这些纽带本身就是组织形成过程中业已存在的关系网络,
其既有情感功能(如相互慰籍),也有利益功能(如日常互助),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
面对个人进行严密控制。 再次,当个人彻底融入组织并以组织名义行事时,其自我
意识和自我约束就会不断弱化,会认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更多应由组织而非自己负
责。③ 比如,他们会将责任推给上级,认为自己只是执行命令而已;或者把责任推
给其他成员,认为这是集体的决策。④ 最终,组织对个人的支配和个人对组织的依
附,不断消解个人的责任和自我意识,以此强化他们对组织规范的遵从。

六、 讨论和结论

借助“个体社会心理”这一微观分析视角,本文归纳了“世界观的异化” “存
在感的缺失”“极端思想的鼓动”“极端组织的改造”四个推动伊斯兰极端分子激
进化的要素,分析了它们发挥作用的内容,厘清了它们发挥作用的原因,梳理了
它们发挥作用的逻辑关系,呈现了它们发挥作用的差异性和重要性,从而为我们
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极端主义行动的发生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具体来说,“世界观的异化”表现为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启示主义和原教旨
主义四种心理倾向。 它们增加了个体从事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的可能性。 “存
在感的缺失”为个体从事极端主义活动提供了行为动机,并通过狭隘的归因、意
志力的失控和认知闭环的形成三个环节,为他们接受宗教极端思想、加入宗教极
端组织、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提供了必要的铺垫。 尽管如此,“极端思想的鼓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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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社会心理”视角下的极端主义行动溯源

个体走上极端主义的道路上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在宣扬二元对立的极
端观点、散布威胁和仇恨导向的言论,以及缓解个体焦虑和塑造成功确信这三个
方面都更为高效。 同时,它还有助于克服个体从事极端活动的心理障碍并有利
于极端组织的整合。 最后,“极端组织的改造”在个体演变为恐怖分子的道路上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极端组织可以满足个体在精神(如价值观、归属感、确
定性)和物质层面的很多需要,并通过不断强化其极端思维和筛选出更纯粹的战
士,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最终这个不断消解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意
识的过程会弱化他们对违法行为的自我约束,并强化他们对组织规范的服从。

“个体社会心理”视角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行动分析图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四个要素之间并不是线性递进的关系,而个体也不是必
须经历所有阶段才能最终成为恐怖分子。 比如,有的人可能并没有什么明确的
世界观,也未必清晰地了解自己的需求,他们只是为了寻求刺激而被极端组织招
募,被极端思想洗脑,然后成为恐怖分子。 再如,宗教极端思想和宗教极端组织
对个人的影响往往是同时存在且相互强化的,且没有先后之分。 以此类推,世界
观的异化和存在感的缺失也可能同时发生并相互作用在个体身上,并对他们的
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四种要素的区分主要是为了便于
分析,而非强调时间过程上的先后顺序。

然而,这四个要素在重要性上却存在差异。 其中“世界观的异化”和“存在感
的缺失”主要与个体相关,是促进个体完成激进化转变的内在因素;“极端思想的
鼓动”和“极端组织的改造”主要通过极端组织这一中介与个体产生互动,是促进
个体完成激进化转变的外部因素。 一般而言,内在因素的存在会极大降低外在
因素发挥作用的成本。 一个世界观已经异化的个体,可能只需稍加鼓动,就会被
极端组织改造为一名坚定的战士。 但这不是必须的,因为异化的世界观和缺失
的存在感也可以通过极端思想的鼓动和极端组织的改造而形成,但这种方式要
耗费更多周折和精力。 外在因素在个体的激进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内在因素只是使其更好发挥作用的助燃剂。

 

(责任编辑: 包澄章　 　 责任校对: 章　 远)

·131·


